
 

心理学报  2024, Vol. 56, No. 7, 977993  © 2024 中国心理学会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4.00977 

 

                       

收稿日期: 2024-05-10 

通信作者: 陈欣银, E-mail: xinyin@gse.upenn.edu 

977 

中国社会变迁与人的发展：多元建构观点 

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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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导致了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共存和整合, 构成了人的发展的新的环境。

在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中, 与市场化相匹配的价值观(如竞争性、独立性、自我表现)和传统价值观(如社会关系, 服

从集体, 自我控制)在人的社会和心理适应中具有不同的功能。不同文化的碰撞和整合也可能促进新的行为品质的

产生, 有利于增强人们应对各种情境的能力。根据多元建构观点, 群体水平上的社会互动过程, 如同伴团体活动中

的社会评价和反应及其对个体行为的调节, 在社会变迁和文化整合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中起着关键作用。群体中的

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的变化通过社会互动过程不仅会影响个体认知、行为和情绪的展现水平, 而且也影响它们的

功能性意义。本文首先回顾这一领域里的主要理论框架及其在中国情境中应用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社

会变迁与人的发展的多元建构观点。接着, 在对中国儿童独特的气质特征和基于传统文化的社会化方式考察后, 进

一步从多元建构角度讨论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对人的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 包括专刊论文中报告的研究。最后, 本

文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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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对个体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在心

理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都是一个重要的课

题(Elder, 1998; Silbereisen & Chen, 2010)。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根植于传统文

化的社会化方式和具有独特的早期气质特征或倾

向的人的发展无疑会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这一

问题正逐渐引起心理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关注, 

并导致越来越多的研究(综述见: 蔡华俭 等, 2020; 

黄梓航 等, 2021)。本专刊收录了新近产出的一批

代表性成果, 涵盖价值观、道德、幸福、名字偏好、

理想情绪、婚姻满意度、理性个人主义、功利个人

主义等众多心理特征的变化。这些研究和此前的大

量研究一起, 揭示了一个有关社会变迁与人的发展

的相对复杂的图景。本文提出, 理解这些复杂的变

迁现象需要一个多元建构的视角, 同时把中国人的

基本气质特征、传统社会化方式和社会变迁结合起

来考虑。下文在简单回顾这一领域的研究背景和理

论问题之后, 对多元建构观点进行介绍并根据这一

观点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加以讨论。在文末, 我将

尝试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1  对社会变迁影响的探索、主要理
论框架及其在中国情境中应用的
问题 

从上世纪初开始, 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人员在

不同地区针对特定的社会历史事件对社会变迁和

个体行为和心理功能的关系开展了一些大型研究, 

同时从不同角度对其中涉及到的问题进行了比较

系统的理论思考。了解这些研究项目的背景、要解

决的问题和理论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当

前中国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的关系。 
近一百年前, 鲁利亚和维果茨基等人在乌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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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坦的村庄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山区牧场进行了

一系列研究, 考察了苏联革命成功后政治经济体制

的变化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影响(Luria, 1976)。这些

地区的农民和牧民传统上从事着无组织的分散的

活动, 但在新的环境中, 他们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 

如扫盲班和集体讨论制定生产和工作计划。研究人

员发现, 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这种重大变化改变了个

人的社会交往和生活经历, 同时促使人们产生了新

的知识形式和思维方式。一个明显的变化是, 这些

农民最初的思维更多的是具体形象思维, 受限于直

接的物体特征和对现象的感性认识, 但在集体农庄

(集体农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工人和参加短期教

育项目的人表现出更多具有逻辑性的中介和抽象

思维。沿着这一研究传统, 心理学家后来在非洲、

南美等地区考察了商业活动、正规学校教育和城市

化对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学习过程和认知能力的影

响(如 Rogoff, 2003)。 

另一项有关社会变化的大型研究是社会学家

Glen Elder 参与的在美国上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几个

追踪项目。这些项目起初并没有涉及社会变迁, 但

项目中的被试在不同年龄阶段经历了经济大萧条。

在大萧条中, 全球股市金融危机导致大规模的失业

和家庭经济困难, 进而导致夫妻之间产生矛盾, 削

弱家庭的正常功能, 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产

生负面影响。Elder (1974)从生命历程(life course)

的角度分析了大萧条对家庭和儿童青少年发展的

影响 , 揭示了个体特征(如年龄 , 性别), 社会关系

(如家庭关系), 和环境中的资源和机会(如参军, 入

学)在困难条件下如何交互作用, 从而决定人的发

展轨迹。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变化所提供的机会和

个人的选择往往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比较近期的一项有关社会变迁的有影响的研

究来自于 Rainer Silbereisen 和他的团队。他们考察

了东、西德合并后的社会经济系统(如福利制度)的

变化对青少年的观念、行为和适应的影响。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 东、西德和东欧其它前社会主义国家

的变化的共同点是有一个激进但不持久的过渡, 首

先是政治制度和基本意识形态发生变化, 之后是一

段较长的转型期, 重新建立经济、教育和福利等制

度。由于种种原因, 这一转型过程常常伴随着失业

率的增加和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 从而影响家庭和

青少年的职业计划和选择、生活适应、价值观、行

为和心理健康。个体对挑战的应对策略, 如主动控

制(积极努力解决问题或初级控制)、寻求社会支持

(次级控制)和回避与退缩作为重要的中介机制或调

节机制直接影响个体的发展结果。 

关 于 社 会 变 迁 和 个 体 发 展 的 理 论 , Urie 

Bronfenbrenner 后期的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 Morris, 2006)从多层次的环境系统角度提供了一

个比较宽松的框架。根据这一理论, 儿童处于多个

环境系统的中心, 包括家庭和同伴等直接环境, 社

区和大众媒体等较间接的环境, 以及意识形态和文

化等宏观环境。与社会变迁有关的一个系统是时间

系统, 指生态环境在生命过程的不同年龄段中的连

续和变化。时间系统包括一个人生命周期的内在发

展和家庭结构和条件(如就业状况)的变化, 同时也

包括了可能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历史事件。对社会变

迁和个体发展的关系更为直接的讨论有 Elder 的生

命 历 程 理 论 、 维 果 茨 基 的 历 史 文 化 观 点 和

Greenfield 的社会变迁和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

和观点对于社会变迁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过程和方

向的描述有着很大的差异。 

Elder 的生命历程理论(1974, 1998)以及与之有

关的 Rainer Silbereisen 的社会变迁中的应对模型

(2010)主要关注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危机对家庭和

个人在心理适应和健康上的负面影响。Elder 在他

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生命历程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 

包括(1)历史时空原则(historical time and place), 即

人的一生在特殊历史时期和地点的经历塑造他/她

的个体生命历程; (2)生命中的时机原则(timing in 

lives), 即社会变迁或事件在一个人成长中所发生

的时间(如儿童还是青少年时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他们对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3)相互关联原则(linked 

lives), 即生命的各方面相互依存, 社会和历史的影

响通过这种相连的关系网络来表达; 以及(4)人的

能动性原则(human agency), 即个人在历史和社会

环境所提供的机遇和制约中通过选择和行动构建

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些原则可以应用到不同类型的

社会变迁情境中。胡洁和周晓虹(2024)的文章通过

分析个人在改革开放期间的生命史的话语叙事讨

论了社会变迁如何影响到他们的认知方式、情感世

界和行为。张良和张文新(2024)的研究广义上也可

看作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一系列

事件(如高等教育改革、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化改

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现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对城乡高中生的教育效用和教育志向的影响。但由

于 Elder 的研究背景是家庭和儿童青少年在经济大

萧条中的困难经历, 这一理论强调的是个人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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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和危机时如何寻找、选择、抓住和利用机会, 发

挥自己的能力以减少大环境的负面影响而正常发

展。Elder 在研究中的确发现一些家庭和青少年发

展的积极的一面, 如在困难时刻家庭关系(如母女

关系)更加亲密 , 有些青少年更早的成熟 , 但生命

历程理论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不够深入。当然, 任何

情况下, 机会总是有的, 个人的态度、能力和行为

也很重要; 但总体来说 , 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 , 

大多数人所拥有的机会是不多的, 而个人“能动性” 

所能起的作用也就有限了。这一理论对于研究中国

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所发生的

变化及其影响不一定完全合适。 

一 个 有 意 思 的 例 子 是 十 多 年 前 Rainer 

Silbereisen 和我讨论设计一项有关中国社会变迁对

儿童和父母教养方式影响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式是

在 Elder 生命历程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他和他的

团队所用的研究工具主要测量社会变迁对父母和

青少年带来的挑战、困惑、焦虑等方面的反应以及

父母和青少年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策略。当我向他

提出增加一些社会变迁的“正面”影响时, 他感到非

常吃惊。最后我们重新制定了一份中国父母的关于

社会变迁(特别是和工作有关的过去 5 年变化)的认

知和态度的量表(Chen et al., 2010), 包括 5 个维度：

(1)与工作有关的风险和困难(例如, “当我回顾过去

5 年, 我现在失去工作的风险更高”); (2)与工作有

关的机会(例如, “我现在的工作向我提供了更多高

级培训的机会”); (3)工作中的自我提升(例如, “我目

前的工作需要我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知识”); (4)高科

技经验(例如, “新媒体和通讯技术让我获得更多知

识”); 以及(5)新的价值观和知识(例如, “我父母的

知识经验已经不适合我的今天生活”)。研究结果表

明, 中国父母认为社会变迁带来的风险和机会大体

相当：在 1 (非常不符合)到 5 (非常符合)量表上平

均得分都在 2.5 左右; 社会变迁促进了自我提升和

使用高科技的经历, 平均分 2.86~3.67; 认为社会变

迁带来新的价值观和知识偏低, 平均分 2.29~2.48。

此外, 城乡比较发现, 相比农村父母, 城市父母认

为社会变迁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也需要更多的

自我提升, 城市父母比农村父母有更多的高科技体

验。关于社会变迁和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 回

归分析显示, 父母在机会和前景方面感知到的积极

社会变化预测了温暖态度和鼓励儿童独立和探索, 

认为社会变迁带来更多机会的父母更可能鼓励他

们的孩子学习独立和探索的能力和行为, 并在教养

过程中更多地使用亲切和温暖的方式。这是一项十

几年前的研究, 这期间人们对社会变迁的认知和态

度及其与教养方式的关系可能发生了变化。但这项

研究说明, Elder 和 Silbereisen 等人集中在社会变迁

对父母和青少年带来的挑战、焦虑和困难以及他们

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策略的这一理论框架, 其中有

些部分(如个人在历史和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机遇和

制约中的能动性)对于中国心理学研究和应用也许

有一些借鉴意义, 但总体来说不一定适合中国(以

及越南、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的

社会变迁的情况。 

维果茨基在前苏联早期的政治经济体制变化

的基础上提出的历史文化观点对我们理解中国目

前的社会变迁的影响也有价值。但这里有几个问

题。首先, 苏联早期的集体化体制变化和中国的改

革开放以及全球化的变化性质不同, 因而社会变迁

对人的影响的方向、过程和机制会有差异。其次, 维

果茨基的理论着重阐述社会变迁对人的认知能力

(如从具体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影响, 目前中国

的社会变迁对人的影响可能在社会能力和心理健

康方面更明显。其实, 维果茨基和鲁利亚的研究存

在争议, 学术界对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果, 甚至

社会变迁对人的基本认知能力的作用是否有像他

们认为的那么显著存有疑虑。再次, 维果茨基理论

总体而言强调的是人从“低级”到“高级” 心理活动

水平的“线性”变化, 而社会变迁的影响也许比这一

模式更为复杂(蔡华俭 等, 2020; 方文, 2008)。 

Greenfield 的社会变迁和人类发展理论(2009)

在一定程度上与维果茨基的理论一致, 尽管前者关

注 的 社 会 变 迁 和 苏 联 早 期 的 变 化 完 全 不 同 。

Greenfield 提出, 随着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形式

的 变 迁 , 人 的 认 知 和 行 为 也 发 生 相 应 的 变 化 。

Greenfield (2009)将社会人口学特征、学习环境、和

人的发展途径联系起来, 考察了几个世纪以来世界

上很多国家的社会变迁的趋势。她用两种类型的环

境——Gemeinschaft 和 Gesellschaft 来描述社会的

特征：Gemeinschaft 指乡村生活, 物质资源为主要

劳动资源的经济, 使用简单技术, 无正规教育的社

区; 而 Gesellschaft 指城市生活, 工业化经济, 使用

复杂技术, 有系统的正规教育(如学校)的社会。尽

管 Greenfield 自称对社会变迁的方向不做任何假设, 

但她认为从过去、目前以及未来全球变化的趋势来

看 , 几 乎 所 有 的 社 会 都 在 从 Gemeinschaft 向

Gesellschaft 变化。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则是从集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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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向个人主义变化, 作为社会变迁影响人的发展的

中介, 前者促进带有情境性特点的认知和合作行为

的发展, 而后者促进抽象认知和独立行为的发展。

Greenfield 的理论(2009)似乎对中国当前的有关社

会变迁和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 本期多篇文章采用她的观点作为研究的理

论依据(张明杨 等, 2024; 王祥坤 等, 2024; 吴胜

涛 等, 2024)。应该指出, 由于这一理论强调社会人

口学特征(经济, 技术等)和文化价值观与人的学习

环境的联系, 在这一理论框架中, 社会变迁和人的

发展的关系具有很明显的单向“线性”的特征。根据

这一理论, 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将不断的

“西化”或“美国化”, 文化价值观从集体主义变向个

人主义, 社会责任感、人际合作和自我控制行为也

相应地逐步减少, 而独立和“自我中心”行为会逐步

增加。在一次和 Greenfield 的交谈中, 我曾问她, 这

一理论如何预测美国未来的变化。她认为, 美国文

化会变得更加个人主义 , 美国人的独立行为会更

强。这似乎意味着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的社会变迁

和人的发展趋势至少在较长时间内会一直追随美

国等西方国家的步伐。 

2  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的多元建构
观点 

Chen (2012, 2015)针对当代全球化和大多数国

家正在进行的社会变迁对社会化和人的发展的影

响 提 出 多 元 建 构 观 点 (the pluralist-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中西方有关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讨论, 

尤其是有关国际关系以及经济和文化交流, 经常涉

及到多元共存和整合或建构的思想, 但在心理学领

域, 如何从多元建构的角度来探讨在社会变迁情境

下的社会化和人的发展过程并不清楚。Chen (2015)

认为, 国内和跨国人口流动、信息技术和通信的进

步和跨区域经济和文化体系的交互作用, 导致了不

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融合, 由此构成了一个人

类发展的独特环境。在这一环境中, 人们会遇到各

种不同的关于行为的规范、标准和价值观。这些行

为规范、标准和价值观有些是一致的, 有些是互补

的, 有些可能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在中国的社会

变迁过程中, 市场化的环境会要求年轻一代更多地

表现竞争性、主动性、探索性、独立性、有自信心

和自我表现以取得更大的成功, 而这些要求和传统

的价值观几乎完全相反。与此同时, Chen (2015)认

为, 传统文化中所要求和推崇的行为品质, 如自我

控制、服从集体、社会交往中讲究人情关系等, 也

许会有所减弱但不会消失(蔡华俭 等, 2020)。不同

文化价值观的共存并不是简单的聚集和混合, 比如

来自其他社会(如西方社会)的文化可能对人们的态

度和行为产生很大影响, 但它们不太可能不加修改

地被完全采用。有些个人主义价值观(如冒险精神, 

个人表现)甚至和中国人的气质特征(如害羞, 谨慎, 

依赖家庭和团体)不相契合(poor fit)。社会变迁使得

具有这些气质特征的人可能在社会和心理适应上

出现困难。从长期的社会发展来看, 对不同价值观

有目标地选择和有机组合, 逐步形成一种符合中国

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包容性的文化环境将有利

于各种气质特征的人既能表现有竞争力实现自我

目标, 也能够维持良好的心理健康, 这应该是中国

社会变迁的一个可期待的发展方向。 

多元建构观点认为, 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

方式的共存和融合的基础, 在于它们在人的适应和

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功能或起着不同的作用。比如, 

独立自主和群体取向的价值观的功能有重叠和一

致的地方, 但相对而言, 独立自主的价值观更有利

于在商品经济的激烈竞争的环境中获取成功, 实现

个人目标。而群体取向或社会联结或归属 (social 

connectedness)的价值观可以帮助人们建立和维持

社 会 支 持 系统 , 更 有 益 于 心 理 健 康。 Kağıtçıbaşi 

(2012)在土耳其的研究表明, 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

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相应的生活方式允许个人有

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但这种社会变化并不一定

削弱人们对社会支持和相互依赖的需求。因此, 在

各种价值观之间保持平衡, 通过个体和社会水平上

的建构过程, 帮助儿童青少年学习不同的行为, 在

追求个人独立性的同时维护团体和谐, 是培养比较

全面的社会能力并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此外, 不

同文化价值观的碰撞和整合有可能促进新的行为

品质的产生。Kağıtçıbaşi (2012)提出在传统农业社

会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 青少年能够在个人主义

和 集 体 主 义 价 值 观 的 基 础 上 建 构 自 主 −联 结

(autonomous-related)自我概念和相应的行为。从这

一观点来看, 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共存

和融合也有利于其他社会(包括美国和西方社会)的

儿 童 青 少 年 的 社 会 能 力 和 心 理 健 康 的 正 常 发 展

(Tamis-LeMonda et al., 2008)。这是多元建构观点和

维果茨基以及 Greenfield 的社会变迁和人类发展理

论的一个重要区别。 

多元建构观点关注在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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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的社会化经历, 可以大体定义为人们通过在多

元环境中积极主动的群体和个体活动, 产生新的行

为和心理品质或赋予它们新的意义, 从而改变发展

的途径和结果。心理学中的传统建构理论主要有皮

亚杰和维果茨基的认知发展和学习理论。尽管两者

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 但都强调个体在发展过程中

通过主动学习、对经验的加工和对知识与内在认知

结构的组织(如同化, 顺应, 外部符号系统的内化, 

支架或合作性学习/scaffolding 等), 认知能力或心

理机能会从从低级水平到高级水平发生转换, 也都

认为个体的“活动”和社会交往在发展中起着重要

作用。在此基础上, 多元建构观点更加侧重于宏观

的多元社会文化情境及相应的生活经验和学习在

发展中的作用, 而且作为建构的主要机制, 特别关

注个体和环境在群体水平上的交互作用。此外, 这

一观点认为多元建构的结果不仅体现在个体认知、

行为和心理品质的变化和产生上, 而且体现在对群

体(如社区、家庭和同伴团体)的新的结构、运作方

式、和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的调整和产生上。更重

要的是, 群体中的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的变化会影

响 个 体 认 知 、 行 为 和 情 绪 的 表 现 或 展 现 水 平

(display), 同 时 也 影 响 它 们 的 功 能 性 意 义 

(functional meaning or significance) (Chen, 2015, 

2018; Chen & French, 2008)。 

在多元建构观点的要素中, 群体水平上的社会

互动或交往(包括社会评价和反应)和个体在社会互

动中的参与和回应, 既是社会变迁中建构过程的主

要方面, 也是社会变迁对人的发展的影响的重要机

制。例如, 随着社会变迁带来的新的文化信念和行

为准则, 人们对社会互动中的个体行为的理解和评

价标准也相应发生变化。曾经受到肯定的行为(如

顺从 , 内敛)可能会得到负面评价 , 而曾经被忽视

或者不容许的行为(如冒险, 自我中心)可能被容忍

甚至鼓励。当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表现这些行为时, 

别人就会作出特定的反应 (批评 , 漠视 , 称赞等 ), 

而且逐渐表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 (拒绝 , 排挤 , 

接纳, 在团体中地位的升和降等)。社会评价和反应

会反过来影响个体的行为：正面的社会评价和反应

示意这种行为应该保持和加强, 而负面的社会评价

和反应发出的信息是这种行为和目前的社会标准

不相符合, 应该加以控制和改变, 否则会影响自己

与别人的关系和在团体中的地位。获得社会接纳、

群体归属感和避免社会排斥的需要是人们主动地

关注他人的评价并相应地改变自己行为的主要动

机力量。研究表明, 青少年尤其在乎同伴对他们的

评价 , 而同伴团体对社会和文化的变化高度敏感 , 

在同伴活动中体现的新的信念和价值观的影响更

加 明 显 (Blakemore & Mills, 2014; Choudhury, 

2010)。从儿童到青少年, 逐步成熟的社会认知和社

会情绪能力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觉察、理解和回应

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并主动积极地参与评价

系统(如同伴团体的行为规范和标准)的建立、调整、

改变和实施。 

图 1 情境−发展(contextual-developmental)模型

是我们用于儿童发展跨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动态理

论模型(Chen & Schmidt, 2015), 它可以帮助我们从 
 

 
 

图 1  社会变迁和人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的情境−发展观模型(Revised based on Chen & Schmid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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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的角度理解社会变迁如何通过多元建构改变

以儿童早期气质特征为基点和以传统社会化目标

和方式为基点的发展图式, 从而影响社会关系和个

体发展的路径和结果。横向维度代表发展水平, 纵

向维度代表社会复杂性水平。处于中心位置的社会

互动过程(社会评价和反应)在连接社会变迁和人的

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 它一方面反映社会变

迁所带来的新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同时

塑造个体行为、情绪和认知的展现和功能性意义。

本文的以下部分重点讨论中国特殊情境中的社会

变迁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尽管目前的研究还不能提

供社会变迁中多元建构的清晰的证据, 但多元价值

观对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社会化和发展的影响在近

期的研究中逐渐有所显示。更重要的是, 了解这一

趋势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分析中国社会变迁

和人的发展的问题和更有效地进一步开展这方面

的研究。在讨论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对行为与心理特

征的展现和功能性意义的影响之前, 有必要对有关

中国儿童基本气质特征和传统社会化目标和方式

的研究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3  中国儿童气质特征和传统社会化
目标和方式：社会变迁影响的基点 

人的早期气质特征和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社会

化方式既是社会变迁影响的基点, 也是社会变迁影

响的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儿童表现出独特的气质

特征或倾向, 尤其是气质反应性和自我控制, 这些

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儿童青少年如何应对社

会变迁和如何在新的环境中成长。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文化鼓励父母用源自关爱的高控教养方式来

帮助孩子学习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并取得成就。随

着社会化目标的变化, 具有更多情感和指导成分的

关爱性高控教养方式会更有效地促进儿童青少年

社会能力和心理健康的发展, 并对在社会变迁中易

受伤害的个体(如害羞儿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 

减轻他们在社会和心理适应上的困难。 

3.1  中国儿童早期气质特征 

尽管在任何群体内都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 中

国儿童在婴幼儿期在很多方面还是表现出独特的

气质特征或倾向。例如, 与西方儿童相比, 中国儿

童在社会情境中更少主动和别人交往, 情绪表达水

平较低(Camras et al., 1998; Wang, 2022)。Chen 和

French (2008) 认为 , 中国和西方儿童在行为和情

绪上的差异可以通过 Rothbart 模型中的气质反应性

(temperamental reactivity)和自我控制 (self-control)

两个主要维度来系统表征。 

气质反应性指儿童对具有挑战性的、有压力的

情境的反应程度, 包括这些情境引起的生理唤醒、

趋 近 或 回 避 行 为 以 及 积 极 或 消 极 情 绪 的 反 应

(Rothbart, 2011)。在学术界受到高度关注的一种特

定 的 气 质 反 应 是 行 为 抑 制 (behavioral inhibition), 

即儿童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反应(Kagan, 1998)。与西

方儿童相比, 中国儿童的行为抑制水平更高, 对陌

生情境的反应更强。Chen 等(1998)发现, 中国幼儿

在陌生实验室环境中比加拿大幼儿更加警觉、胆小

和害怕。具体来说, 和加拿大儿童相比, 中国儿童

更少主动离开母亲去探索环境(包括放在房间中间

的各种很有吸引力的玩具), 更多地与母亲保持身

体上的接触(如坐在母亲腿上或靠在母亲身上)或保

持比较近的距离。此外, 中国幼儿在与陌生人的互

动中更加紧张, 表现出更多的焦虑和恐惧行为, 不

愿意接近陌生人。 

中国儿童和西方儿童的反应性与自主神经和

神经内分泌过程有相似的关联(如 Ip et al., 2021; Xu 

et al., 2009)。Xu 等(2009)发现, 中国儿童对压力情

境的反应与心跳周期(心跳之间的间隔或一个心动

周期的时间)呈负相关; 高反应性儿童对陌生刺激

特别敏感, 表现出较短的心跳周期或较快的心率。

这些结果与西方文献一致, 表明中、西方儿童的反

应性在生理和行为层次上应该没有区别。Doan 及

其同事(2017)发现中国儿童在压力环境中的皮质醇

水平高于美国儿童, 这与行为观察研究的结果一致

(Chen et al., 1998)。 

自我控制主要指根据情境需要来启动、维持、

调整、延迟或约束特定行为以实现特定目标的能

力。高水平的自我控制可以预测未来的学习成绩和

合作行为, 而缺乏自我控制可导致学习困难、行为

问题和同伴关系问题(Eisenberg et al., 2006)。也有

研究表明, 过度自我控制会导致心理问题, 特别是

内隐性心理问题(Volbrecht & Goldsmith, 2010)。相

对于西方儿童 , 中国儿童表现出更高的自我控制

(如 Chen et al., 2003; Ding et al., 2021; Sabbagh 

et al., 2006; Schirmbeck et al., 2020)。Chen 等(2003)

在一项观察研究中, 让中国和加拿大幼儿在自由活

动后把玩具放在筐里。结果发现, 中国幼儿在没有

成人干预的情况下比加拿大幼儿更好地完成任务

(内化的自我控制), 而加拿大幼儿表现出更多的反

抗行为(指不仅不收拾玩具, 更是在母亲要求或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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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收拾玩具时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应)。此外 , 

在一项简化的“延迟任务”活动中, 实验员让儿童坐

在小桌子旁边, 向儿童展示如何用各种颜色的蜡笔

在纸上画图, 然后告诉他/她自己有事要出去一下, 

不要碰蜡笔, 等实验员回来时他/她才可以画。结果

发现, 与加拿大幼儿相比, 中国幼儿在延迟任务上

等待的时间更长。Chen 等(2003)的研究结果也被后

来其它研究所证实。如研究者向中国和美国的学龄

前儿童展示一张纸, 上面覆盖着随机排列的狗、球

和杯子的图像, 要求他们在 3 分钟内在球后圈出尽

可能多的球−狗(狗在球后)配对 , 中国儿童比美国

儿童完成得更好(Lan et al., 2011; Schirmbeck et al., 

2020)。 

需要指出的是, 儿童早期气质特征对于人的发

展的意义在中国和西方可能不同。在西方文献中, 

幼儿期的行为抑制通常预测儿童、青少年时期的社

会行为和心理适应问题, 如同伴拒绝、学习困难、

社会性焦虑、抑郁和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等(Fox et al., 

2005)。但是, 在中国的纵向研究表明, 早年的气质

反应性对个体发展有积极意义, 与儿童和青少年时

期的社会能力、学习能力和心理健康等正面指标相

关(Chen et al., 2009; Chen, Fu et al., 2021)。高抑制

的儿童可能容易受到心理困扰, 出现内隐性心理问

题(如 Fox et al., 2005)。然而, 在中国, 童年和青少

年期的同伴关系对抑制儿童的心理问题的发展可

以起缓冲作用。行为抑制儿童与他人建立的良好关

系以及获得的社会支持似乎能够减少或保护他们

免于产生内隐性问题。自我控制的后期发展结果在

中国和西方也可能不同。一般来说, 自我控制有助

于完成认知任务和在社会情境中表现适当的行为, 

但不同文化中的社会化目标可能会影响自我控制

的具体发展结果。根据 Cheung 和 Park (2010)的观

点, 适当的自我控制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主要起到自

我保护作用, 但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主要是让个体更

好地参与亲社会和合作活动。因此, 在西方社会中, 

自我控制主要用于促进独立自主行为的发展; 而在

中国, 自我控制的作用更多地在于它如何促进有利

于群体利益的社会行为的发展。 

3.2  传统文化与社会化目标和方式 

作为世界上文明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中国几千

年来经历了多次迁徙、融合和发展, 并在这一过程

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儒家思想在这一文

化体系中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 对中国人的人际交

往和个体发展有着普遍而深刻的影响。传统儒家文

化植根于农耕生活, 高度重视规则的遵守和维护社

会秩序与和谐, 强调家庭、家族和社会关系的重要

性。自上个世纪初以来, 儒家和其他中国传统价值

观的影响有所减弱, 但文化体系的核心如群体取向, 

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的观

念和社会化过程(Chen, 2023)。具有中国特色的群

体文化价值观强调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 但成员在

群体内的地位不尽相同, 为了集体福祉应该服从权

威甚至牺牲个人利益(Oyserman et al., 2002)。在家

庭中, 群体取向表现为家庭成员在家长制等级结构

的基础上相互依赖, 以实现提高家庭生活条件、地

位和声誉的共同目标(Chao, 1995)。 

研究表明, 与西方父母相比, 中国父母更关注

孩子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则, 以及在学习和其他

方面是否取得成就(Chen et al., 2019)。中国父母往

往高度参与孩子的学习和社会活动。而且, 为了让

孩子听话、顺从, 父母的参与常常表现为高度的行

为控制(如监督和限制孩子的活动)和心理控制(如

和别的孩子相比 , 让孩子感到不足和羞愧) (Chao 

& Aque, 2009)。Jose 等(2000)和 Kho 等(2019)发现, 

当孩子表现不好时, 中国父母比美国父母更可能使

用惩罚策略, 如限制孩子的活动。Ng 等(2007)在观

察学习环境中的亲子互动时也发现, 与美国父母相

比, 中国父母更专注于孩子的错误, 告诉孩子在完

成任务时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强调严重后果, 很少表

扬孩子。中国父母更多地使用批评、责备、惩罚等

严厉的教养方式。自蔡美儿 2011 出版了《虎妈战

歌》后, 这种严厉的教养方式在公众中又被称作“虎

妈”方式。中国父母心理控制的形式主要是让孩子

感到羞愧和内疚(如告诉孩子 “爸爸妈妈这样做都

是 为 了 你 , ” “其 他 孩 子 都 能 做 好 , 为 什 么 你 不

行？” “不知道为爸爸妈妈争口气”; Chao & Aque, 

2009; Fung, 2006)。Fung 和 Lau (2012)认为, 中国

父母试图通过使用羞辱和内疚诱导来促进孩子对

他人的需求和感受的了解, 帮助他们学习社会责任

和自我控制。西方父母往往担心使用这些教养策略

会对孩子自主性的发展产生有害影响, 但中国父母

很少有这种顾虑。 

中国父母比西方父母更常用的这种严厉的教

养 方 式 似 乎 符 合 Baumrind (1971) 的 专 断 型

(authoritarian)方式。专断型教养方式重点是严格控

制和要求孩子服从。但是 Baumrind 理论中的专断

型教养方式不仅意味着父母的高度控制, 还伴有消

极情绪, 甚至拒绝和敌意。因此, 使用这一方式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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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会导致儿童的不良发展和适应问题(如 Chen et al., 

1997; Dornbusch et al., 1987; Shen et al., 2018)。如

果中国父母使用相对较强的“专断型”教养方式, 那

么作为这种教养方式的结果, 中国儿童会比西方儿

童表现出更多的行为和学业问题。这显然与研究结

果不符(如 Chen & Tse, 2008; Mullis et al., 2008)。为

了解决这所谓的“悖论”, Chao (1994)认为, 中国父

母所表现出的教养方式不应被视为专断, 因为他们

在儿童教养中使用的高压或强制方式与关心和爱

护有关, 而不是冷漠或敌意。Chao (1994)用“guan 

(管)”来描述中国父母教养中训练、控制、体罚、帮

助、关怀等多种成分的混合体。但后来关于 guan

的 研 究 经 常 得 出 不 一 致 或 令 人 困 惑 的 结 果 ( 如

Chen-Bouck et al., 2019; Gao et al., 2015; Stewart et 

al., 2002), 这可能与 guan 这个概念比较模糊, 测量

时难以界定有关。 

为了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中社会化的特点, 基

于 Chao 等人的工作, Chen (2023)强调中国父母使

用的教养方式两个有内在联系的重要方面——关

爱和高控 , 并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关爱性高控方式

(care-based power-assertive parenting, CBPAP)。关爱

性高控方式可以定义为父母以高控行为表达关爱

或父母在关爱基础上谨慎地使用高控策略。这种教

养方式的目标是帮助儿童青少年学习具有社会价

值的行为, 并在群体取向的社会中取得成就。它既

不同于专断型教养方式, 也不同于权威型教养方式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 基 于 父 母 温 暖 (parental 

warmth)和民主型控制相结合的权威型教养方式主

要是西方社会中用以促进儿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的发展(Maccoby & Martin, 1983)。西方文献中的父

母温暖主要指父母对孩子直接表达积极的情绪(如

亲吻孩子, 对孩子微笑, 说“我爱你”, 当孩子感到

不安时给与安慰), 以增强孩子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相对于西方父母, 中国父母在与孩子的互动中往往

表现出较低程度的温暖和情感表达(Camras et al., 

2008; Huntsinger & Jose, 2009)。而作为 CBPAP 的

一个关键要素, 中国父母的关爱通常表现为对孩子

的指导和工具性支持(例如, “帮助和引导孩子养成

良好的习惯和学会礼貌”; Cheah et al., 2015)。中国

父母也倾向于通过尽可能地付出和牺牲来表达他

们的关爱。与关爱紧密相连的是对孩子抱有很高的

期望, 并因担心孩子达不到期望而产生焦虑, 由此

导致使用高控高压的严厉教养行为。 

在中国社会, 一般认为父母的高控行为是必要

的, 是父母管教孩子负责任的表现, 而没有对孩子

施加足够控制的父母往往被认为不负责任 (Chao, 

1995; Chen et al., 2019)。这和西方社会基于个人自

由和自主的文化价值观鼓励父母尽量不使用高控

方式不同(Maccoby & Martin, 1983)。然而, 中国文

化所鼓励的高控行为应源自父母的关爱, 旨在帮助

孩子学习良好的行为, 促进儿童能力的发展, 而不

应像专断型教养方式(Baumrind, 1971)那样由父母

的愤怒、敌意、冷漠或忽视所引起, 对儿童发展有

消极作用。中国儿童青少年倾向于从正面来理解父

母高控策略的使用, 对父母关爱的理解影响到他们

对父母高控行为的看法和反应(例如, “父母这样做

是为我好”; Cheah et al., 2019), 这可能使得他们受

益于  CBPAP 的指导功能 , 同时减少其潜在的不

良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 , 当父母强调行为准则(如合作

和服从)并采取高控行为时, 往往和儿童的个人欲

望相抵触, 这可能不太容易被大多数儿童理解, 尤

其在年幼的时候。当儿童不理解时, 基于关爱而非

温暖的高控教养方式可能导致儿童产生焦虑、挫折

感和其他负面情绪, 这也许是中国儿童的内隐性心

理问题相对较多的一个原因(如 Zhong et al., 2013)。 

4  社会变迁对父母教养方式和个体
行为与心理特征的展现水平和功
能性意义的影响 

多元建构观点认为, 社会变迁会影响群体水平

上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 而这些影响

体现在家庭、学校等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改变社会

化过程(如父母教养方式), 社会变迁最终对个体行

为和心理特征的展现水平和功能性意义产生影响。 

中国社会变迁对父母的儿童教养方式的影响

已经有一些证据。例如, Chen 和 Chen (2010)比较了

上海地区 1998 年和 2002 年小学生父母的儿童教养

态度。父母的自我报告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温

暖(warmth) (如“当我的孩子感到不安或害怕时, 我

给他/她安慰和理解”), 鼓励自主和独立(如“我鼓励

我的孩子要有独立性, 不要依赖我”), 和强制性高

控 (如 “我 不 允 许 我 的 孩 子 对 我 的 决 定 有 任 何 意

见”)。结果显示, 2002 年的父母在温暖和鼓励自主

和独立方面的得分高于 1998 的父母, 而在强制性

高控方面的得分低于 1998 的父母。1998 年到 2002

年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教养方式的变化可能早就发

生了, 但两组的差异说明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对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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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教养态度有着显著影响。随着社会的变化, 中国

的父母更多地鼓励儿童独立性和探索性行为, 而更

少使用强硬的教养方式。同时, 他们越来越认识到

亲子情感交流在提高儿童能力方面的作用, 对儿童

的心理需求也变得更加敏感。在一项母亲和学步儿

童互动的实验室观察研究中, Chen 和 Chen 等(2021)

比较了 1995 年和 2008 年中国城市母亲鼓励引导儿

童自主(autonomy-oriented)行为和联结(connectedness- 

oriented)行为。母亲对自主行为的鼓励主要指督促

孩子进行探索和独立的活动(如“看, 那里有这么多

玩具给你玩, 你为什么不去玩呢？”)。母亲对联接

行为的鼓励包括督促儿童和自己一起活动, 和自己

保持近距离活动, 以及与他人交流(如“把小卡车开

过来 , 在妈妈旁边玩”)。与 1995 年的母亲相比 , 

2008 年的母亲总体上明显地减少了对儿童的活动

的介入和干预, 而且在控制整体参与水平后, 2008

年的母亲比 1995 年的母亲更多地鼓励儿童探索环

境和独立活动。 

同父母教养方式变化相对应的是, 儿童行为也

发生了一些变化。Chen 和 Chen 等(2021)比较了

1995 年和 2008 年中国城市儿童的自主行为和联结

行为。在 10 分钟的自由活动里, 2008 年的儿童比

1995 年的儿童独立探索行为时间更长, 而发起的

联接行为更少。社会变迁对中国儿童青少年的心理

健康似乎也产生了影响。Chen 等(2014)比较了上海

地区 1992、1998 和 2002 年小学 3 到 5 年级学生的

孤独感, 发现 2002 年儿童的孤独感水平比 1992 年

和 1998 年更低。这一研究也选取了 2005 年北京儿

童和 2007 年河北农村儿童作比较, 结果显示, 2005

年北京儿童的孤独感水平和 2002 年上海儿童相似, 

而 2007 年农村儿童的孤独感水平和 1992 年和 1998

年的上海儿童相似。这期间中国儿童的抑郁水平的

变化趋势和孤独感基本相同。新的价值观鼓励个人

独立性和自信, 有利于提高应对负面情绪和其他心

理问题的能力。因此, 当代城市儿童青少年可能会

对社会和心理困扰变得更有韧性。这一解释也符合

侯娟等(2024)和张明杨等(2024)关于近年来成人的

婚姻满意度和积极理想情绪有所上升的研究结果。

这些研究表明, 中国社会变迁对个体行为与心理特

征的展现水平有了一定的影响。  

多年来, 我们的研究更集中于考察中国和西方

儿童青少年的行为与心理特征的功能性意义。功能

性意义不仅指人们对特定行为的主观看法, 更主要

的是指这种行为在社会情境中和在个体发展中起

到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变迁

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 

Chen 等(2005)的一项对中国害羞儿童在不同

时期的适应情况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变迁对行为的

意义的作用。害羞指在社会情境中或觉得会被别人

评价时表现出焦虑、恐惧和退缩的行为。作为在早

期气质反应性和行为抑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行为, 

害羞反映低水平的社会主动性和中等水平的自我

控制(Chen, 2018)。在高度竞争性的现代都市环境

中由于社会主动性的价值上升, 害羞行为往往被认

为代表缺乏自信和缺乏社会能力(Chen & French, 

2008)。因此, 害羞儿童和青少年随着社会变迁可能

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社会和心理问题。这一研究样本

包括 1990、1998 和 2002 年三组上海小学儿童, 害

羞行为通过同伴提名方法加以测量(如“某个人很害

羞”)。结果发现, 在 1990 年, 害羞和良好的适应, 

如在学校里的社会地位(当干部, 获奖)、同伴接受、

教师评定的学校能力和学习成绩正相关, 而和学校

适应的问题、孤独感和抑郁感负相关。总之, 害羞

儿童那时候能够得到成人与同伴的理解、接受和支

持(Chen et al., 2006), 各方面表现和适应都比较好

(比其他儿童更好)。但是, 在 2002 年, 害羞和适应

指标的关系完全相反——和社会能力、同伴中的地

位、学习成绩等负相关, 而和同伴拒绝、学习问题、

心理问题等正相关。在新的环境中, 害羞儿童在人

际交往方面和学习上比其他儿童有更多的困难。更

重要的是, 害羞儿童意识到和体验到这些困难, 产

生了抑郁感和其它心理问题。Chen 等(2005)研究中

有关 1998 年儿童的结果大多不显著。但一个值得

注意的结果是害羞和同伴接受与同伴拒绝都呈正

相关, 显示在 1998 年同伴对待害羞儿童的矛盾态

度, 即同时喜欢和不喜欢或者有人喜欢而有人不喜

欢。1998 的结果可能体现了社会变迁的中转阶段。

当然, 宏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可能

发生得更早一些, 反映到儿童青少年的社会交往、

态度、行为和心理适应上有一些延迟, 但 Chen 等

(2005)的研究表明上世纪末是中国城市社会变迁对

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也被此后的研究所证

实(如 Liu et al., 2015)。中国农村的变化要晚一些。

Chen 等(2011)在 2007 年河北农村的研究发现, 儿

童害羞与同伴关系、学校适应和心理健康指标的关

系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在 1990 年代早期结果几

乎完全相同。 

目前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 如何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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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害羞行为上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儿童青少年的其

他行为和态度方面的研究(Liu et al., 2018)揭示, 自

我价值观在城市儿童的适应中起更显著的积极作

用, 和学习成绩呈正相关, 而和情绪问题呈负相关; 

相对而言, 群体价值观在农村儿童的适应中起更显

著的积极作用, 和学校能力和幸福感的关系更强。

Chen, Fu 等(2018)发现, 社会敏感性(如“我很重视

别的孩子是怎么说我的”)与学校能力和心理适应的

关系在城、乡儿童中也不同。在农村儿童中, 社会

敏感性和社会能力、同伴接受及学习成绩呈正相关, 

而和孤独感和抑郁感呈负相关; 在城市儿童中, 社

会敏感性和孤独感和抑郁感呈正相关, 和社会能力

和学习成绩无显著相关。社会敏感性涉及到别人对

自己的评价(别人怎么看我)的关注, 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 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比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更重

要, 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必须加以重视。但社会敏感

性和当代都市社会要求和鼓励的独立性、自我表

现、自信心等价值观可能有矛盾。此外, Chen 等

(2024)发现, 对面子的关注(concern for mianzi)在中

国城、乡青少年中也具有不同的适应性意义。面子

指人们在社会网络中的威望和地位(或从广义上讲

在他人面前的形象)的社会认可(翟学伟, 2005), 而

对面子的关注指个体对面子的意识、重视和渴望拥

有的程度。研究结果显示, 面子关注在农村青少年

中与社交能力和学校适应指标正相关, 在社会交往

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相比之下, 在城市青少年

中 , 面子关注和行为和心理适应等各种问题正相

关。在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下, 这些结果对未来的

心理学研究可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张明杨等(2024)对 1980 年到 2020 年中国人理

想情绪的研究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考察了社会变迁

对积极情绪的意义的影响。文化和情绪的关系是文

化心理学的一个经典问题。传统中国文化, 包括儒

家和道家 , 都鼓励人们控制甚至抑制自己的情绪 , 

尤其是高唤醒情绪。在社会交往中倾向于表现这类

情绪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没有修养、不成熟的(Bond 

& Hwang, 1986)。而在西方社会, 一般认为, 情绪

表达代表著对自己的个人价值、独立性、和自主性

的追求, 有利于身心健康。张明杨等(2024)发现, 过

去几十年来, 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

极情绪和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都在上升。来自城市

的大学生比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对积极情绪的偏好

水平更高。  

前面提到, 多元建构观点认为, 在中国的社会

变迁过程中, 新的文化价值观如竞争性和独立性会

影响社会交往和个体行为, 但传统价值观如自我控

制和服从集体不一定会消失或减弱(Chen, 2015; 蔡

华俭 等, 2020)。这方面的证据不多, 可能和中国目

前的社会变迁还处初级阶段有关。尽管如此, 有关

行为与心理特征的意义的研究开始逐渐揭示这一

趋势。例如, Zhang 和 Xu (2019)测量了中国和美国

儿童对害羞的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y), 发现美国

儿童对害羞的实体论看法(“有些孩子很害羞, 即使

他们长大了也会一直这样”)更强, 而中国儿童对害

羞的动态论看法(“孩子的害羞不是固定的, 而是随

时间而改变”)更强。此外, 研究者还让孩子们提名

他们认为害羞的同学, 然后回答三个问题：“你经常

和……一起玩吗？” “你认为……是你的朋友吗？”

以及“你喜欢……吗？”。中国儿童比美国儿童更喜

欢害羞的同学, 也更愿意成为害羞同学的玩伴或朋

友。中介分析表明, 内隐理论和儿童与害羞同学的

关系有关。Zhang 和 Xu (2019)的数据是在 2014 年

在上海和夏威夷收集的, 中西方在这方面仍有明显

的差异。传统文化在人的行为和心理的深层次的印

迹可能不会被社会变迁轻易抹去 (傅根跃 , 李康 , 

2024)。王祥坤等(2024)的研究揭示, 从 2008 至 2020

年, 随着市场化、城镇化和法制化水平的上升, 中

国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反映了

社会道德水平增长。作者认为, 这一趋势是由于社

会的个体化和个体的理性和自主责任意识提高了, 

进而抑制了道德推脱倾向。社会责任价值观是集体

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大学生的责任心

的上升或道德推脱水平下降也可能反映了传统价

值 观 在 中 国 社 会 变 迁 中 的 持 续 影 响 。 张 明 杨 等

(2024)的研究发现, 中国大学生的个体主义和集体

主义价值观都可以正向预测对积极情绪的偏好, 这

从另一个角度表明社会变迁可能导致了不同文化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中的共存和融合, 从而形成一个

更有包容性的多元文化环境。 

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了韩国母亲的教养

方式和小学生的社会、学校和心理适应的关系(Ju et 

al., 2021)。韩国传统上是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

家, 高度重视家庭忠诚和孝道(Kim, 2006)。韩国近

代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转移到城市的移

民, 导致了快速的社会变革。在这一时期, 不同的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共存于韩国社会并影响个人的

行为, 比如尽管学校鼓励学生学习独立、自主等行

为, 儒家伦理仍然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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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 母亲鼓励自主和儿童的社会能力、同伴接

受和学习成绩正相关, 而和社会性焦虑和抑郁负相

关。更有意思的是, 父母强制性高控教养方式和同

伴接受、学习成绩等也呈正相关。这一结果和西方

文献截然不同, 说明在韩国父母鼓励儿童自主和高

控并不矛盾, 两者对儿童的社会能力和学校能力都

有正面作用。中国的社会变迁不可能和韩国完全一

样, 但这一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儿童青少年

在社会变迁情境中的发展也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更主要的是, 这些结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当前

很多国家——包括中国——的社会变迁对人的行

为和发展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简单“线性”的过程, 而

更可能符合多元建构的理论框架。 

5  小结和建议 

《心理学报》在 2019 年“中国人应对历史危机

的心理特征与行为表现”专栏征稿启事中写道：“世

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众国家、民族迷茫应给

自己的后代传授或培养什么技能, 方可让我们的孩

子在 20 年后仍有竞争力, 让下一代能安身立命。”

的确,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在发生激烈变化, 心理

学家应该关注这一现实, 研究社会变迁对人的发展

的影响, 并尽可能提出有助于社会、学校、家庭和

个人应对社会变迁的有效方式, 最大限度地利用变

迁所带来的机会而减少变迁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促

进个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本文讨论了中国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的一些

理论问题和相关的研究, 以下是几条概要总结。 

(1)根据多元建构观点 , 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

社会变迁导致了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共存和整

合, 构成了人的发展的新的环境。不同价值观, 包

括与市场化相匹配的价值观(如竞争性、独立性、

自我表现)和传统价值观(如社会关系 , 服从集体 , 

社会责任、自我控制), 之所以能够共存是因为他们

在人的适应和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功能, 起着不同的

作用。而不同文化的碰撞和整合可能促进在原有气

质特征的基础上产生新的行为品质, 有助于个体在

不同环境中灵活地应对各种挑战。如图 1 的情境−

发展观模型所示, 处于中心位置的社会互动是群体

和个体水平上的多元建构的关键, 也是社会变迁和

文化整合对人的发展的影响的重要机制, 而个体的

社会认知能力和社会情绪特征在这一过程中起着

“调节”作用。 

(2)讨论中国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 , 需要了解

中国人的气质特征和传统社会化方式, 他们既是社

会变迁影响或多元建构的基点, 也是社会变迁影响

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国儿童在生命早期表现出独特

的气质特征或倾向, 其中有一些, 如气质反应性以

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行为抑制和害羞行为, 可能更

适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稳定的环境, 而与新的商

品化的竞争性都市环境不甚符合。也有一些行为特

征, 如自我控制和与之有关的行为, 如勤奋努力、

坚持不懈、甚至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的遵守规则

和责任感, 有助于人们在各种情境中克服困难取得

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 自我控制的品质可能不仅

是下一代在纷乱的世界里(如世界冲突与战争, 大

规模疫情爆发)安身立命的“本钱”, 也可能是他们

进一步发展高水平社会情绪能力和心理适应的重

要基础。在宏观层面上, 心理学和教育工作者和其

他有关人士, 应该考虑如何逐步创建一种更具包容

性和整合性的社会文化环境, 允许和促进不同气质

特征的儿童健康发展, 同时通过有效的教育和干预

手段有针对性地帮助具有特定气质特征的儿童扬

长避短, 提高他们的适应水平。 

另一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儒家孝道文

化, 对儿童社会化有一定的要求, 对家庭关系和父

母应该如何教养孩子也有一些明确的规定。相比西

方父母, 中国父母和孩子平等交流和情绪表达偏少, 

更多地采用批评、管教、控制、惩罚等严厉的教养

方式, 这种方式在心理学文献中常常被认为是专断

型方式, 对儿童发展有着负面影响。但是, 中国文

化所鼓励的父母的高度介入和严厉的教养方式应

源自于父母的关爱, 旨在帮助孩子学习社会规范和

良好的行为。随着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化目标的变

化和父母教育水平及相应的儿童教养水平的提高, 

亲子交往中的温暖情绪会增加, 父母也会更多地采

取指导性和支持性, 而不是强制性策略来进行督促

和控制 , 促使儿童对父母行为的理解和积极的反

应。由于和群体文化取向和家庭关系的等级结构及

相应的家庭成员的角色和责任有关, 中国父母的儿

童教养方式在“关爱”和“高控”的本质特征上有一定

的稳定性, 但具有更多感情和指导成分的关爱性高

控教养方式可能会更有效地促进儿童学习具有社

会价值的行为, 取得成就, 并且更加适合儿童心理

健康的发展。 

(3)与社会变迁有关的研究来自于不同的理论

框架和具有不同研究目的的项目, 还不能形成一套

清晰连贯的体系。现有的结果表明, 从上世纪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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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开始, 中国城市父母的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

年的行为都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

父母对儿童青少年独立性和社会主动性的重视和

相应的教养行为的变化, 以及儿童青少年独立性和

社会主动性的行为表现得越来越多。农村父母和儿

童的行为变化相对来说慢一些。社会变迁不仅影响

行为和心理特征的展现水平, 而且影响它们在社会

交往情境中和个体发展中的功能性意义。比如, 几

十年来, 中国人对积极情绪, 包括高唤醒积极情绪, 

的偏好在上升。对社会主动性、独立性、自信心和

自我表现的积极评价和重视导致害羞行为在社会

交往中的价值下降, 甚至成为问题行为。尽管如此, 

近年来有研究表明, 中国儿童认为害羞行为并非一

成不变, 不像西方儿童的看法那样更加僵硬(Zhang 

& Xu, 2019), 因而仍然愿意帮助害羞同伴, 和他们

交朋友。而且, 父母教养方式中情感支持的增强似

乎也会起一定的保护性作用, 可以缓冲害羞儿童在

社会和心理适应上的困难(Bullock et al., 2022)。和

害羞行为不同,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自我控制及有关

行为在儿童青少年的适应中的意义在这期间发生

了变化。社会变迁对社会化和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

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 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 

(4)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对中国社会变

迁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更感兴趣, 研究范围也更加

多样化。本期论文就涉及不同的课题, 如城乡高中

生的教育效用与教育志向, 积极理想情绪, 婚姻满

意度 , 道德认知 , 工作价值观 , 老年人心理健康

等。研究设计和分析也更加合理、有效, 从而提供

了更有意义的结果。例如, 包寒吴霜等人(2024)的

研究使用了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考察了父母给孩

子取名的变化趋势, 侯娟等(2024)和王祥坤等(2024)

的研究分析了社会指标(市场化指数、城镇人口比、

离婚率、少儿抚养比或家庭压力等)对婚姻满意度

或道德推脱的预测程度。尽管这些研究不一定明确

或准确地揭示宏观水平上各种因素的因果联系, 但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社会变迁对个体影响的过程。 

本文最后提出一些有关研究方向的建议。 

(1)对中国儿童和成人的研究 , 包括本期专刊

很多论文中报告的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的研究, 很大

程 度 上 依 赖 西 方 理 论 ( 如 Elder 生 命 历 程 理 论 , 

Greenfield 的社会变迁和人类发展理论)和方法(如

Bandura 等道德推脱量表, Cable & Edwards (2004)

工作价值观量表)。采用现有的理论和方法有很多

原因和优势, 这些理论和方法至少已经在国外得到

某种程度的验证 , 可以帮助我们尽快地开展研究 , 

结果也可以和国外的研究结果相比较。然而, 我们

应该了解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 因为它们是根

据西方社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建立起来的。本文也

提出, 西方的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理论, 特别是在

描述非西方社会的变迁趋势时, 总体上是一种 “西

方化”观点, 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一定时期内和一

些方面产生的新现象和问题, 但这种单向“线性”的

模式对于中国和其它很多国家的变迁可能过于简

单甚至很不符合, 用它们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变迁和

人的发展的研究也许并不合适。因此, 我们的研究

应该尽可能的不被现有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所限制

甚至“套牢”。历史悠久的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变迁的背景, 给当代学者和研究者提

供了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开展独创性研究的难

得的机会。尽管这需要大量的持续不断的探索和创

造性工作, 但应该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2)本文阐述了多元建构观点的一些基本框架

和主要论点, 但关于群体和个体的建构过程有很多

部分还有待于进一步澄清。比如, 不同文化价值观

和生活方式如何在社会互动中融合和整合, 从而促

进新的行为品质和能力的发展, 需要在理论上和研

究中逐步探索。此外, 尽管这一观点可能为研究社

会变迁和人的发展提供一条可选择的思路, 甚至有

助于形成具体的研究假说, 但目前关于社会变迁中

多元价值观的影响的研究并不多, 现有的研究, 包

括本期大部分论文中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西方文化, 

尤其是个人主义文化, 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结果似

乎更多地支持 Greenfield 的理论(2009)。应该指出, 

社会变迁带来的新的文化及其对行为和心理的影

响是多元建构观点的一部分, 研究人员应该关注这

些文化被如何容纳和整合到中国社会情境中并和

传统文化一起构成社会交往和人的发展的重要外

部环境。 

(3)可能受现有理论和方法的限制 , 关于中国

社会变迁和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往往局限在西方心

理学家感兴趣的课题上, 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

值取向、主观幸福感、孤独感、工作价值观等。这

些课题很多反映了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的心理学

对个体“自我”概念(the “self”)的关注。甚至连集体

主义也更多地从个人主义角度来诠释和研究, 这在

心理学中尤为突出(如用自我报告测量“集体主义”

个体人格特征或自我知觉)。我们在研究这些课题

的同时, 也应该思考如何跳出“自我”框架, 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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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考察和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有紧密

关系的独特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变化 (如家庭关系 , 

社会关系, 创造能力, 家庭经济地位的升降和地区

城市化发展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传统文化中哪些

部分可能对个体和群体在社会变迁中的发展和适

应有正面促进作用或保护作用等)。张良和张文新

(2024)对高等教育改革、毕业生就业市场化改革、

新兴产业和知识经济的出现和城乡学生的教育观

念和态度的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有价

值的尝试。研究这些问题对学科的发展和应用应该

有更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4)关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基本上都还处于

起步阶段, 尽管有些研究已经开始涉及到应用社会

指标来考察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如: 包寒吴霜 等, 

2024; 侯娟 等, 2024; 王祥坤 等, 2024), 大部分研

究仍然集中在变迁对人的心理和行为影响的比较

表面的描述性分析。而且, 目前的研究主要观测变

量(如时间、特定社会指标、行为)之间的静态关系, 

几乎没有考虑个体和群体水平上的社会互动或社

会变迁中其他动态建构过程。探索宏观层面的变迁

如何导致人的心理和行为变化的机制对于我们理

解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的关系很重要, 应该加以重

视。这类研究涉及多个层面的因素, 可能需要从多

学科的角度采用多种方法(如追踪研究, 质性研究, 

民族志研究)来逐步探索。 

(5)中国是一个拥有 56 个民族的大国, 各民族

都具有独特的社会和文化特征, 不同地区在社会经

济发展中也存在着很大差异。目前关于社会变迁和

心理特征的研究大多在发达地区汉族群体中进行, 

结果不一定和其他地区完全符合。因此, 今后的一

个方向是在边远地区、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开

展这方面的研究, 从而更全面地了解社会变迁在不

同情境中对人的发展的意义。除了地区和民族之外, 

其他个人和群体因素, 例如年龄、性别、受教育水

平, 个性倾向, 社区或村庄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 

当地政策等, 可能会调节人们对社会变迁的反应。

研究这些调节因素可帮助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人

设计更有效的方案和措施来提高他们应对社会变

迁的能力。 

(6)社会变迁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Chen, 2015)。人在这一过程中不是变

迁影响的被动的接收者, 而是可以起着主动积极的

作用。因此, 正如 Elder 的生命历程理论中的人的

能动性原则所指出的, 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自己

发展的方向、路径和结果。但在社会变迁的环境中, 

人们具体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并构建自己的发展轨

迹还不清楚, 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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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hange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ontext:  
A pluralist-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Xinyi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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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ngoing social change in China may promote co-existence and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new 

values, which likel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dividual socialization experiences and development. Different 

values may serve different functions in human development, helping individuals achieve personal goals and 

develop social connectedness. From the pluralist-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the exposure to and integration of 

diverse values and lifestyles during social change may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young people to develop new 

qualities and competencies that allow them to function flexibly and effectively i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Social 

interactions at the group level, particularly the evaluation and regulation processes based on changing cultural 

norms and values, are an important context that shapes the display of specific behaviors and their functional 

meanings or significance and are a main mechanism for the impact of social change on huma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pluralist-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and discusses issues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China. Research has indicated that children show initial biases in 

reactivity, self-regulation or -control, and other temperamental characteristics, providing a foundation for how 

they interact with their environments in specific manners. Chinese children display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arly year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later behaviors, such as compliance and shyness. At the same time, 

traditional Chinese group-oriented culture, particularly Confucian principles such as the doctrine of filial piety, 

play a major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socialization goals and practices, such as care-based power-assertive 

parenting. Social change has influenced and will continue to influence the patterns, processes, and outcome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various domains from these two starting point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words  social change; human development; the pluralist-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